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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反腐倡廉的非线性治理特征及反思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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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学界有关权力精英腐败行为的分析研究中，此类腐败行为虽然总体比率极小，但因其所处社会权力网络关键节

点的特殊性和对社会资源、机遇所掌握的巨大分配权力，往往使其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产生较大的危害。因此，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框架内，对权力精英腐败行为的治理和对其掌握的公权力进行严格的制度化约束，属于推进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范畴。本研究基于265份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下载的关于权力精英腐败的判决书及其所

包含的涉案数据，从对权力精英腐败行为特点的剖析入手，从现象规律、程度影响和治理措施三个角度展开论述，运用机

器学习的手段，对数据进行特征建模与分析。数值实验表明本文所提模型在实证分析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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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analysis of power elite corruption, such corruption although the overall ratio is very small, but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social power network key node and the social resources, opportunities of the huge distribution of power, 

often make its great harm to a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well-being.Therefore,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a modern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corrupt governance of power elites and the strict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the public power they belong to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This study is based on 265 downloaded from the Chinese judgment documents network judgment about the power elite 

corruption and the data involved, from the analysis of power elite corrup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henomenon law, influence and 

governance measures, using the means of machine learning, the data characteristic modeling and analysis.Numerical experiments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odel in an empi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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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追求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征程

中，如何实现“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即对于政治精英权

力的行使进行制度化的约束与治理，始终是大国实现有

效治理的重中之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鉴

于权力腐败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和全球性的顽疾——在中

国的政治语境中往往被表述为“反腐倡廉”——腐败始

终是影响和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因素。特别是

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腐败问题往往成为各种社会

问题的“痛点”与聚焦点，关系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尤其是政治精英人

物和高官的腐败问题逐渐增多，其严峻性日益凸显。而

对于一个处于现代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位高权

重的政治权力精英腐败行为，不仅影响政府公信力，甚

至影响执政党或执政集团长期执政的根基。因此，有关

政治精英的权力腐败对于当代中国的负面影响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以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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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心和勇气，以“壮士断腕”和“刮骨疗毒”的政治

勇气来对政治精英人物的腐败行为进行治理——通俗的

表达就是所谓的“打虎”和“猎狐”，并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治理业绩，并且被总结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及“伟大的

自我革命”的重要成果。鉴于当前腐败治理的复杂性与

廉政风险的总体性，从转型时期社会失范与治理风险的

视角来解析腐败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近40年的年均

10%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究其原因，学术界的经典表

述为“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的并行不悖。这里所

说的“体制奇迹”，乃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

党政领导体制、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社会管理机制保持了

近40年的连续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后，在中央集权

制尚未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政府官员因“两个积极性”

被调动起来，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日益丰富的市场供应导

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纵向短缺”和“横向短缺”

均被打破，中国走出了短缺经济的陷阱。然而，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高行政级别政府

官员尤其是权力精英层次上的腐败现象日益严峻，影响

了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影响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建设。

必须承认，以我国的制度体系为背景，腐败问题从

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而下的治理应对问题——如果对它

进行元理论层次上的思索，或多或少地都会触及不同社

会子系统耦合运作有效性的层面。换言之，思考如何应

对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权力精英腐败治理难题，意味着要

回到现代政治科学的“霍布斯问题”的原点：即如何保

证处于经济转轨期、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能继续维持

好基本的秩序，避免出现治理体系“空转”和出现治理

功能损耗的局面。因此，我国转型时期的治理困局就是

全能主义政府模式之下的一系列制度设计都发生了功能

嬗变。在这个意义上讲，腐败问题的探讨就界定在现代

社会的现代化及现代性的问题域之内，从经济学、政治

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分支

入手，寻求学科视角观点的交集。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

干规定》这一重要文件中，将副省部级以上干部认定为

高级领导干部。因此，本文涉及的“权力精英”指的是

副省部级以上的公职人员，尤其是在本单位本领域具有

关键的议程设置权、人事权和决策权的高级领导干部。

在“权力精英”这个概念的界定上，一方面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对公务员群体的道德定位是“人民公仆”，职业定

位是“依靠薪资生活的行使人民委托的公权力的公务人

员”。另一方面，与“精英”概念相关，高级领导干部往

往被定义为“关键少数”，在转型时期的权力结构中，其

一举一动均对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要

求官僚科层制必须建立完善，但官僚体制建立起来以后

又不可避免地滋生官僚主义，加上中国千年官本位行政

文化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巨大挑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曾经强调指出：“腐败

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

党亡国”。中共十九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和“胶着期”。同时，学

者利用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也成为新时代反腐败研究的

新模式。数据反腐充分利用了海量信息的数据优势，挖

掘腐败官员信息中的规律性特征和内在成因，推动反腐

工作实现由粗放化向精细化、由被动应付向主动预见，

也推进反腐工作扎实迈进治本的的阶段。

本研究收集了自1978-2017年的共265位受刑事处罚

和受党政纪处分的腐败官员的情况，利用特征选择方法

对数据建模，分析政治待遇、学历、所在部门等特征变

量对官员所犯罪行影响的重要程度。具体地，信息增益、

对称不确定性和信息增益比特征选择方法揭示了官员产

生腐败行为时所在的年龄对具体的犯罪行为有重要的影

响，同时，不同犯罪行为被发现和审查的时间也有区别。

卡方独立性检验对重要特征的评价结果表明，官员籍贯

与犯罪时的就职地相同与否与犯罪行为有较强的关联。

同时政治待遇、学历等因素是诱发不同腐败犯罪的重要

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官员所犯罪行进行划分，

利用支持向量机的特征选择模型对影响不同犯罪类型的

特征变量进行了识别。数值实验部分揭示了所运用方法

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2. 相关工作

关于西方学界对权力精英腐败研究的知识积累

路径和方法论演化脉络比较清晰, 基本上遵循从道德

论(Wraith&Simpkins,1963)到 功 能 论 (McMulan,1961；

Leff,1964；Bayley,1966；Nye,1967)， 再 经 由 后 功 能

论  (Heidenheimer,1970；Scot,1972；Waterbury,1973；

Banfield,1975；Wiliams, 1976；Moodie,1980)发展到嵌入

论(Khan,1996；Johnston,1998；deSardan,1999)。 在 这 一

过程中,权力精英腐败研究开始呈现多学科化,来自经济

社会学与经济人类学交叉学科视角的腐败研究价值日益

凸显。Ackerman认为，政府高层的“上流腐败”（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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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uption）主要集中在签订大宗采购合同、特许经营

权出让、国有资产市场化等环节，严重地扭曲了政府和

市场的运行方式（Ackerman，1999）。Mauro认为上层政

治腐败对经济运行的危害会更严重，高层腐败比官僚质

量、政治稳定性对投资产生的消极影响更典型（Mauro，

1995）。总体而言，权力精英官员腐败案件特点更具典型

性、对社会产生影响较大，而且案情信息披露更为全面。

Wedeman（2012）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受住腐败加

剧的考验而没有出现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国家，因而具

有独特性”。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高级官员

作为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他们的腐败行为存在具有其

重要性和特殊性。对于中国高层腐败的现象分析以及高

级官员的腐败案例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

权力精英腐败程度及其影响和如何治理高官腐败等问题

更是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在权力精英腐败的现象与行为特征的研究方面，吴

一平(2008)指出，中国的腐败出现个体腐败和集体腐败

并存的状况，并且集体腐败正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部门

窝案、串案逐渐增多，单位犯罪案件上升，腐败行为主

体正在从基层、中层向高层领导干部蔓延，省部级以上

领导干部因腐败案件受到查处的比例逐年上升。王一江

等(2008)、陈刚(2013)均指出，由于高级官员具有更高

的威信和享有更大的决策权力，因此与普通官员的腐败

行为相比，权力精英腐败不仅造成了更多腐败租金的无

效率浪费，而且还可能对其他官员的行为产生传染和示

范效应，进而促进腐败行为的进一步扩散和恶化。陈刚

(2013)采用2003-2007年中国31个省的数据，发现中国

存在权力精英腐败的示范效应，但权力精英腐败的示范

效应并不一定是通过跨省区扩散实现的，其首先体现为

对本省区广大官员干部群体的影响。王贤彬（2016）通

过研究也发现权力精英腐败具有传染效应：与普通官员

相比，高级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可能会对其他官员的行为

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造成官员腐败行为的扩散。

从权力精英贪腐行为特征提炼出一定的共性和规律

性方面，有些学者采用案例统计分析的方法总结了中国

权力精英腐败现象的典型事实和基本规律。过勇（2003）

在2003年对当时的“慕马案”进行了深度的案例分析，

而后建立腐败官员案例库，较早开展系统和规范的案例

研究，其后，过勇(2006)基于1978-2004年中国被查处的

副部级以上(含副部级)公职人员的68个案例，以及包括

部分被查处的正处级以上、副部级以下公职人员的526

个腐败案例，得出了贷款审批、官员提拔和任命、工程

项目发包等领域是腐败的高发区，官员腐败潜伏期变长

等结论。王一江(2008)等通过对中国130个腐败个案的分

析，发现交通、工商税务和贸易是腐败的重灾区，官员

教育水平提升降低了腐败水平，经济增长和私有经济比

例的提高都与腐败呈负相关关系。近年来，更多学者基

于统计数据并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中国高级官员

腐败的决定因素，其中倪星（2017，2020）提出，在主

观测量方面，公众的清廉感知对于形成反腐败的舆论氛

围非常重要，而中间社会阶层对政府权力精英腐败的反

感尤其强烈。周黎安和陶婧(2009)运用中国1989-2004年

的省级数据，考察了各种经济结构因素对地区腐败程度

的影响，实证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提高会增加官员腐

败水平，进出口比例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腐败水平，而民

营化程度对腐败程度的影响却较为模糊。吴一平(2008)

采用中国1993-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财政分权恶化

了腐败问题。陈刚等(2009)利用1998-2006年贪污贿赂

罪和渎职侵权罪的加总数据来衡量各地的腐败，也发现

分权导致了更多的腐败。其后吴一平和芮萌(2010)发现，

市场化程度会削弱腐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并认为完善

市场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有关权力精英腐败的规律性认知不能仅停留在经

济市场层面，还要关注系统性的政治大生态问题，即

在研究经济市场因素对腐败的影响的同时，很多学者更

关注政治环境和制度设置对腐败程度的影响。彭小兵等

（2020）基于动机理论，通过对腐败高官忏悔录的整理，

构建“规避检查的权力”、“行贿方式”、“人情文化”、

“信任”四个维度组成的一般性腐败关系网络模型，提

出腐败的治理需要优化权力结构和体制，明确“人情文

化”的法律边界。聂辉华和王梦琦(2014)基于2003-2013

年中国352个厅级以上官员的腐败案例，采用厅级以上

腐败官员是否被抓来度量反腐败力度，分析了政治周期

与反腐败之间的关系，发现全国和地方“两会”或春节

等时期，反腐败力度显著减弱。陈刚和李树(2012)基于

1998-2009年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交流样本，评估了

官员交流制度安排的反腐败效应，发现官员交流显著降

低了流入地的腐败程度。万广华和吴一平(2012)则进一

步利用中国1989-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司法制度

建设能够显著降低腐败发生率。李金珊和王郑丰（2016）

基于31个省市区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腐败影

响因素与腐败程度的关系，发现公务员薪酬始终与腐败

程度保持显著负相关关系外，财政分权、开放程度等因

素随着时空变化产生了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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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了有关权力精英腐败的政治大生态问题后，要

有的放矢地提出对策，而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

不少学者认为其关键是要把握腐败活动的特点和规律。

王沪宁（1990）认为不断构建抑制腐败活动的有效体制，

通过基本政治体制的构建、执政党党内体制的构建、控

制主体和对象体制的构建、规范政治过程的体制构建来

建立健全一套拒腐防变的制度，能够有效控制腐败蔓延

的趋势。何增科（2002）提出以制度创新遏制腐败的政

策框架，包括宏观上优化制度环境、中观上完善制度安

排、微观上发挥反腐机构作用。过勇（2014）通过对近

年来中国地方纪检监察机关改革的136个案例进行聚类

分析后，提出纪检监察机关改革及其制度创新是反腐败

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成为中国未来反腐

败体制机制的重要突破口。肖汉宇等（2016）从公共权

力委托人——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分析腐败问题，指出

根治腐败问题仅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是远远不够

的，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形成社会反腐的局面。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集的腐败官员数据包含籍贯、就职职位、

政治待遇等多个维度的变量，因此采用特征选择方法对

数据建模。考虑到单个特征选择方法对特定变量的偏好，

因此本文综合选取了信息增益、信息增益比、对称不确

定性、卡方独立性检验以及基于SVM特征选择方法，分

析特征变量对官员具体所犯罪行的影响程度。

3.1 信息增益IG特征选择模型

信息增益(Information Gain,IG)是一种特征选择的重

要方法，本文主要用该方法度量新工科教育中特征信息

不确定性减少的程度（Hall,Holmes，2003）[1]。一个特征

信息对分类结果的影响越明确，说明该特征对特定罪行

的影响程度越大，对应的信息增益值越大。

假设 X 是一个取值个数有限的离散随机变量，本文

中为影响腐败官员所犯罪行的特征因素。其概率分布为：

 P(X = xi) = pi     i = 1,2,… n （6-1）

信 息 熵H(X )表 示 特 征 元 素 的 不 确 定 性， 是 由

C.E.Shannon从热力学中借鉴的用以度量信息的方法

（Shannon，1948）[2]。其表达式为：

  （6-2）

设中不同特征变量记为(X,Y ) ，其联合概率分布为：

       （6-3）
条件熵H(Y|X )表达式如下所示，表示在已知特征X

的条件下，特征Y的不确定性：

  （6-4）

则特征X对特征Y所带来的信息增益为：

 IG = H(Y)-H(Y|X) （6-5）

信息增益的优点有两点，一是信息增益比较了特征

出现与不出现的两种情况，比较全面，在大部分研究中

表现出较好的效果，本研究亦是如此；二是使用了所有

样本的统计属性，减小了对噪声的敏感度。缺点则为算

法偏向于样本数目较多的随机变量。

3.2 对称不确定性SU特征选择模型

对称不确定性（Symmetric Uncertainty ,SU）是一种

基于信息熵定义的非线性相关性度量方法，可以用来放映

两个非线性随机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Witten，2005）[3]。

本部分主要用对称不确定性来衡量官员腐败数据中特征

间的非线性关系。由于信息增益易受到变量单位和变量

值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同质化。对称不确定性即

是一种规范化的信息增益，对特征变量X对特征变量Y

的对称不确定性定义为：

  （6-6）

在特征选择过程中，依据C-相关（特征变量与类别

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原数据集的特征进行选取。

3.3 信息增益比GR特征选择模型

信息增益的大小容易受到样本数量的影响，即样本

数量越多，信息增益偏向于较大的值，因此信息增益比

针对这一缺陷做出了改变（Amudha,Abdul Rauf，2011）[4]。

相比于信息增益，信息增益比（Gain Ratio,GR）将特征X

自身的信息熵H(X)作为惩罚项引入，将其定义为：

  （6-7）

根据定义可知，若特征的样本数量越多，其信息熵

H(X)越大,对信息增益的惩罚力度越强，进而解决了信息

增益偏向于选取取值较多的特征的问题。

具体到腐败官员数据的特征选择而言，对于任一一

个特征变量Xi来说，X的可能取值为x1,x2,…xn，对于每

一个可能的取值xi，其概率P(Xi = xi) = pi，因此对于该特

征变量X的信息熵的定义为：

       （6-8）

其中pi = Ci /N，其中N代表问卷获取的样本总数，Ci

代表样本取值为xi的数量条件熵代表了在特征变量Xi

的条件下，腐败官员所犯的罪行Y的熵对Xi的期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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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

         （6-9）

根据信息熵和条件熵的定义，得出在特征变量Xi 的

条件下，标签列Y的信息增益、对称不确定性和信息增

益比：

      （6-10）

  （6-11）

         （6-12）

根据该模型，对每一个特征变量和每类腐败官员所

犯的罪行分别计算以上三项值，并分别比较三项值的大

小，值越大，变量的重要性越高。

3.4 卡方独立性检验特征选择模型

卡方独立性检验通过计算任意两变量的χ2值并进行

比 较（And H L, Liu H, Setiono R，1995）[5]。χ2值 越 大，

表示实际与期望差距越大，两个特征变量之独立性越小，

也就是越相关；值越小，表示实际与期望的情况近似，

那么独立性越大，相关性越小。所以，可以使用 χ2值来

做本部分特征选择等相关工作，χ2值定义如下：

  （6-13）

N代表样本总数, Aij代表两个特征变量X和Y分别取

值i和值j的数量，Ri表示特征X取值i的数量，Ri代表变

量Y取值j的数量。在特征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假设显著

性水平一定，则会有较多的不相关特征被选择。

  （6-14）

其中，N代表腐败官员样本数，Xi代表特征变量i所

包含的取值的集合，Y代表腐败官员所犯的罪行类别组

成的集合，Aij代表变量取值为xi且标签列为第j类的数量，

Ri表示变量取值为 xi的数量，Ri代表标签列为第j类的

数量。

根据该模型，分别计算每一个教师能力评分变量和

教师新工科专业能力的卡方统计量χ2并比较，值越大，

变量的重要性越强。

3.5 线性支持向量机SVM特征选择模型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是一种

以寻找最佳分类超平面（BOSER, Bernhard，2008）[6]为

目标的分类算法（Vapnik，1998）[7]。模型算法如下：

假设给定训练集

，存在一个超平面 f(x)可以分割不同类别的样

本，定义为：

  （6-15）

其中 为法向量，决定了超平面的方

向；b为位移项，决定了超平面与原点之间的距离。假

设超平面能对样本正确分类，若yi = +1，则有ωTxi+b ≥ 

+1；若yi = -1，则有ωTxi+b ≤ -1。距离超平面最近的几

个训练样本点使上式中的等号成立，被称为支持向量。

支持向量到超平面的距离被称为间隔，SVM的目标是为

了最大化间隔，因此其表达式为：

            （6-16）

上式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法得到其对偶

问题，即

              （6-17）

其中αi为拉格朗日乘子，解出αi后，即可以求出ω

和b，即

    （6-18）

可以得出，ω为每个特征分配了权重，表示了每个

特征对SVM分类器做出的贡献。因此，基于线性SVM可

以得出每个特征与类别之间的相关性（Rakotomamonjy，

2003）[8]。

综上，利用上述特征选择方法，分别对腐败官员数

据中各变量（即定量指标）进行评分，并根据分值大小

确定各变量的重要程度。在利用SVM特征选择模型对变

量进行评分时，采取OVA算法。OVA（One-Versus-All）

算法是一种二分类问题向多分类问题的推广的算法 [4]。

该算法依次用一个二类分类器对一种类别与其他类别进

行分类，即将所研究的类别以外的视为一类。假设问题

涉及k种类别，则会训练出k个分类器。在本研究中，针

对4类官员所犯的罪行，分别训练4个线性SVM分类器，

根据每一个分类器的权重ω量化特征变量对每一类腐败

罪行的重要程度。

4. 数值实验

4.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通过收集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

court.gov.cn）自1978-2017年的共265位受刑事处罚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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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纪处分的腐败官员的数据进行数据建模与分析。

4.2 基于特征选择方法的分析

图4-1 官员腐败数据信息增益结果

信息增益后的重要特征依次是作案年龄、组织审查

年龄、组织审查时间以及出生年份。

图4-2 官员腐败数据对称不确定性结果

对称不确定性后的重要特征依次是作案年龄、组织

审查年龄、组织审查时间和出生年份。

图4-3 官员腐败数据信息增益比结果

信息增益比后的重要特征依次是作案年龄、组织审

查年龄、出生年份以及组织审查时间。

图4-4 官员腐败数据卡方独立性检验结果

卡方独立性检验后的重要特征依次是：籍贯与就职

地是否相同，政治待遇，潜伏期和学历。

综合以上分析，信息增益、对称不确定性和信息增

益比特征选择方法对重要特征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表

明官员产生腐败行为时所在的年龄对具体的犯罪行为有

重要的影响，同时，不同犯罪行为被发现和审查的时间

也有区别。卡方独立性检验对重要特征的评价结果表明，

官员籍贯与犯罪时的就职地相同与否与犯罪行为有较强

的关联。同时政治待遇、学历等因素是诱发不同腐败犯

罪的重要因素。

4.3 基于多分类SVM特征选择方法的分析

基于对腐败官员共性特征的特征选择，本文进一步

采用SVM特征选择方法，并利用OVA方法对影响不同

罪行的重要性特征进行了识别。首先对所犯罪行的类别

作进一步处理，分为四个主要罪行类别，分别是受贿罪

（仅犯受贿罪行一类）、受贿罪与其他罪行（同时犯受贿

罪与其他罪行，其他罪行不包含贪污罪）、贪污罪（犯贪

污罪或同时犯受贿罪或其他罪行的官员）、其他罪行（犯

包含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罪名）。并通过OVA方

法依次得出了各罪行SVM特征选择后的结果。

图4-5 受贿罪官员SVM特征选择结果

针对罪行为受贿罪的官员，得出的重要特征分别为

被发现时的级别、潜伏期。 

图4-6 同时犯受贿罪与其他罪行官员SVM特征选择结果

针对罪行为同时犯受贿罪与其他罪行的官员，重要

的特征为被发现年龄以及潜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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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贪污罪官员SVM特征选择结果

针对罪行为同时犯贪污罪行的官员，重要的特征为

被发现年龄以及潜伏期。

图4-8 其他罪行官员SVM特征选择结果

针对罪行为其他罪行的官员，重要的特征为被政治

待遇以及组织审查年龄。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壮士断腕、刮骨

疗毒”的决心和勇气，在反对和治理权力精英腐败上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真正做到了“零容忍”和“反

腐无禁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主要

矛盾的转变，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对权

力精英腐败的治理会更加精准、高效。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运用特征选择方法对权力精英意义上的高

级官员反腐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对官员所犯罪行影响的

因素，诸如政治待遇、学历、所在部门等特征变量。运

用信息增益、对称不确定性和信息增益比特征选择方法

揭示了官员产生腐败行为时所在的年龄对具体的犯罪行

为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不同犯罪行为被发现和审查的

时间也有区别。卡方独立性检验对重要特征的评价结果

表明，官员籍贯与犯罪时的就职地相同与否与犯罪行为

有较强的关联。同时政治待遇、学历等因素是诱发不同

腐败犯罪的重要因素。通过进一步对官员所犯罪行进行

划分，利用支持向量机的特征选择模型对影响不同犯罪

类型的特征变量进行了识别。数值实验揭示了方法的优

越性。

根据前文对265个腐败高官案例的分析，可以归纳

权力精英腐败的四点特征：

一是干部选拔任用以及工程建设、矿产资源领域仍

然是权力精英腐败寻租的高发领域，如何打破与之密切

关联的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资源诅咒”困境，

任重而道远；

二是正厅局级党政部门主要领导干部是高官初腐败

的高发岗位，这一特征也提醒从政者要谨慎使用人民赋

予的权力；

三是共同利益人打造的权力精英腐败利益链愈加坚

固，即意味着对于群体性腐败行为要进行更有效的整治

和预防；

四是伴随着新的技术犯罪手段的蔓延，腐败形式更

加智能化、隐蔽化——相应地，这也意味着使用本文所

涉的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识别、预防、纠治容

易滋生腐败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切实有效的。对于技

术塑造、催生新时代治国理政体系的新形态、新方法，

要持乐观的态度。

总而言之，立足“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原

则，基于现有的权力精英腐败治理对策，提出四点政策

建议：

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持续正风肃纪、高压反

腐的同时注重对高官家庭廉政环境的监督与呵护。毛泽

东同志1944年曾经在《致秦邦宪》一信中指出，工业

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往往意味着“走出家庭”和

“重建家庭”的辩证统一。长期以来，中国各级领导干

部在工作时间上投入过多，往往陷入行政化官僚化的事

务主义陷阱而不能自拔，遑论传承、延续中国文化重视

“家庭、家教与家风”的传统，甚至沦为配偶、子女及

其他利益相关者“围猎”的对象。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曾经严肃地指出，“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打江山，守江山，

关键是守住人民的心”。党的作风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加

强高行政级别的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引导党员干部尤

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将家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以良好家

风促进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

二是完善干部监督、考核及激励体制机制，将权力

笼子越扎越紧，全面实现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即推行

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问责制度，注重以监督执纪的“四

种形态”来约束各级干部，尤其是日常化的问责，消除

特殊时期曾经出现过的“带病提拔”等非正常的用官

选官做法的影响。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对关键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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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进行权力监督与制约，大胆任用与制度约束

并行不悖，也是对干部的制度性保护；

三是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压缩、

消灭权力寻租空间。这意味着要进一步不断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完善权力清单，使权力在微观运行方面逐步退出，

杜绝“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

四是创造性地运用大数据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有

效识别、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即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采用“制度+科技”的模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

有关数据的整合分析，高效精准的发现腐败行为，不断

提升反腐败斗争的能力和水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基于本研究初步得出的结论，

深入剖析落马高官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网络，可以明显

发现其身份表现出了较强的地缘、学缘因素，对于这类

被中央纪检监察部门形容为“团团伙伙”、“码头文化”、

“圈子文化”现象做更加深入的质性研究，并运用知识

图谱的方法进一步挖掘个别权力精英腐败原因并做“深

描”式研究，将是下一步相关研究工作所需聚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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